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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赛博空间”作为后人类文学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存在于科学技术和现实生活张力中的文本世界。 在

这个文本世界中，以生物性为基础构建的新社会现实扩大了生命体的存在范围，以非对应性、非伦理性展示出新的

社会关系构建的可能性，以符号性简化并突出了人与赛博格之间的信息交流模式。 赛博空间作为一种诗性想象，
不仅是一种对“人－机”新生命体的审美化展示，还是一种对未来社会伦理构成机制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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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博空间”（ｃｙｂｅｒｓｐａｃｅ）作为后人类文学（ｐｏｓｔ
－ｈｕｍａ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这一类作品的重要特征，是一种

由科学技术和现实生活深度融合的文本世界。 美国

文学批评家劳伦斯·布伊尔（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Ｂｕｅｌｌ）指出：
“召唤想象世界是所有艺术作品的关键，这个想象

世界可以与现实或历史环境高度相似，也可与之大

相径庭。” ［１］布伊尔的表述实际上也为赛博空间研

究指出了两个维度：一是与现实或历史环境高度相

似的“后－”人类研究。 后人类文学对赛博空间的描

写成为美国当代著名伦理学家阿拉斯戴尔·麦金太

尔（ Ａｌａｓｄａｉｒ ＭａｃＩｎｔｙｒｅ） 所说的那种 “特性角色”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是一种“文化的道德表征” ［２］ 。 二是

与现实或历史环境大相径庭的文学性研究。 赛博空

间在后人类文学中实际上就表现为一种以技术为基

础展开的诗性想象，这是作家将人的内在经验形式

化，并通过这种形式将经验客观地呈现出来，进而揭

示出这种技术性空间作为人类生存背景的伦理

意义。
当前，学界对于后人类文学赛博空间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文化、叙事、空间等视角，鲜有对其进行伦

理维度的思考。 作为对现代技术伦理困境的反思和

对未来社会人性的展望，后人类文学所描绘出来的

技术性的伦理世界，是一种拥有道德特征的文本世

界。 因此，对赛博空间进行一种本体论审视，可以发

现，生物性是赛博格这种典型的“人－机”生命体的

基本属性，是深入理解这种可能世界的重要进路。
以伦理性来对照、反思赛博空间的非伦理性，可以以

人与社会的关系为蓝本，对以技术为主导的未来世

界进行后人文推演，发现其中可能出现的各种认识

论危机问题。 对赛博空间的符号属性进行研究，可
以揭示从复杂的人际关系向简约的符号关系还原的

过程，能够从方法论角度重新认识赛博空间作为一

种可能世界的意义生成模式，揭示后人类文学这一

类文学文本的美学价值。
因此，本文以威廉·吉布森（Ｗｉｌｌｉａｍ Ｆｏｒｄ Ｇｉｂ⁃

ｓｏｎ）、菲利普·迪克（Ｐｈｉｌｉｐ Ｋ．Ｄｉｃｋ）、尼尔·斯蒂芬

森（Ｎｅａｌ Ｓｔｅｐｈｅｎｓｏｎ）等多位后人类文学作家的作品

为研究对象，从生物性、非伦理性和符号性三个方

面，对赛博空间的属性进行认识论还原，彰显其伦理

意义的生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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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赛博空间的生物性

生物性是赛博空间比较鲜明的属性之一，同时

也是后人类文学不同于其他文学的重要诗学想象特

征之一。 因为赛博空间里的各种人物都是以一种

“生物＋”的形式出现的，“人－机”复合体的双重性

决定了赛博格（ｃｙｂｏｒｇ）作为新人类在可能世界的存

在悖论。
１．信息交流方式的技术性没有真正改变人的认

知方式

熟悉后人类文学的读者很容易发现，赛博格的

存在形态是以新技术来拓展人身体原有的生物性基

础，人们不再依赖于原有的社会交流模式，而是借助

于各种新的存在方式，即以一种去身化的方式来完

成原有的社会交流。 例如，在《神经漫游者》（Ｎｅｕｒｏ⁃
ｍａｎｃｅｒ）中，作家吉布森把赛博空间视为每天都有成

千上万的合法操作者所经历的一种虚拟生活。 故事

里的主人公凯斯（Ｃａｓｅ）通过远程的具身化，以合成

后的“人－机”有机体来拓展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的身

体。 一旦他因神经系统被破坏而无法进入网络空间

时，就会显得十分失落，恰如小说所描写的：“对于

在赛博空间里享受过超越肉体极乐的凯斯来说，这
就是跌落（ｆａｌｌ）。 在他曾经经常光顾的牛仔酒吧里，
精英们对于身体（ｆｌｅｓｈ）多少有些鄙视，称之为‘肉’
（ｍｅａｔ）。 现在，凯斯已掉进自身身体的囚笼中

了。” ［３］作家吉布森借凯斯之口将“身体”比作“囚
笼”，这是因为在网络空间中，人已经被建构成虚拟

的数据存在，人的物理性存在转换为数据性的存在，
身体就必然成为一种束缚。 从这个角度看，作为整

个新社会形态的缩影，赛博空间允许人类（如凯斯）
超越物理空间进入一种技术性的想象空间，成为一

种去身化的新人类。 在这个过程中，人类作为一种

生命体，从“去”肉身到“再具”新物理存在，赛博格

实现了人的生物学意义上的突破。 科学技术的发展

改变了人类原来的生活和交流方式，让整个社会网

络化、信息化了，这也是“赛博空间”这个词的来由，
即“控制论”（ ｃｙｂｅｒｎｅｔｉｃｓ）和“空间” （ ｓｐａｃｅ）两个词

语的结合。
但是，赛博空间中的新人类（赛博格）仍然是一

种生物性的存在，新技术并没有让他们超越原有的

认识模式。 尽管赛博格之间的交流失去了人的身体

的在场，但生物性的现实交流依然存在，心灵仍然囿

于原有的交流欲望之中。 在赛博空间中，技术作为

一种拓展人类身体的工具被透明化处理了，是一个

已知项，使用者沉浸在自己所创造的技术性现实中，
充分显现所有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完全依赖于

人类原有的认识模式。 从肉体和心灵二元对立

（“我思故我在”）的传统认识论来看，后人类文学直

接否定了这种认知模式的存在意义，倡导一种新的

交流方式，即“旧我”已不在，但仍可以“思”；人们不

再依赖于原有的社会交流模式，而是借助于各种新

的存在方式，即以一种去身化的方式来完成原有的

社会性交流。 简而言之，赛博格及其空间的构建，仅
仅是从技术的角度拓展了人类生存现实的可能性，
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的认知方式。

２．信息交流方式的技术性不能改变人的生物

属性

美国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 （Ｍａｎｕｅｌ Ｃａｓ⁃
ｔｅｌｓ）强调信息技术革命对于社会的构建作用，以及

由此产生的一种“网络社会”（ｔｈ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ｏｃｉｅｔｙ）的
新形态［４］ 。 对于后人类文学来说，赛博空间就是这

样一种类比性的存在，它作为虚构出来的新形态现

实，是对未来人类社会和生活世界的展望。 海勒斯

在其奠基性著作《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中指出：
“后人类的观点是信息模式优先于物质实例化。 因

此，生物基质中的具身被视为历史的偶然，而不是生

命的必然。” ［５］信息似乎能够在不同的物质中自由

地流动，而不改变其文化特征。 美国哲学家唐娜·
哈拉维（Ｄｏｎｎａ Ｊｅａｎｎｅ Ｈａｒａｗａｙ）也认为：“２０ 世纪晚

期的机器完全模糊了自然和人造、心智和身体、自我

发展和外部设计以及其他许多适用于有机体和机器

之间的区别。” ［６］从这个角度看，海勒斯与哈拉维已

经把生物性现实看作后人类时代的信息模式建立的

基础，人、赛博格等各种生命体尽管属于不同的历史

阶段，但他们却有着同性同构的认知模式。 我们可

以下面两部作品为例，来分析这种类比的可能性与

合理性。
在菲利普·迪克的《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

（Ｄｏ Ａｎｄｒｏｉｄｓ Ｄｒｅａｍ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Ｓｈｅｅｐ？）中，赛博格不

再是“无机”的物件，而是有了新的形态与功能的仿

生人。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机器与人的关系不再

是冰冷的嫁接，而是有机的深度交融。 在计算机的

辅助下，人类能够将大脑中的意识传输到电脑中，电
脑中的信号也可以输入人脑中，人－机的交互使得

人们的期盼能够实现。 在尼尔·斯蒂芬森的《雪
崩》（Ｓｎｏｗ Ｃｒａｓｈ）中，女主角 Ｙ．Ｔ．拥有高级的技术化

设备，她的智能滑轮上面的一只只智能轮上有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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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辐条，可以随着地面形状的起伏伸缩变化，带她

轻巧地穿越草坪。 她的制服“有上百个口袋……这

些五花八门的口袋里通常都装着些小巧轻便的物

件：钢笔、记号笔、笔形手电、袖珍折刀、开锁器、条码

扫描器、闪光信号灯、螺丝刀、防身喷液、防身电击棒

和夜光棒” ［７］ 。 除了这些方便工作的现代技术产品

外，信使 Ｙ．Ｔ．还配有可以保护个人贞操的现代智能

设备———“守宫阴牙”。 这是赋予她女性存在的一

个技术符号，但是，它也因此阻碍了她与恋人进一步

深入融合。
在这两部后人类文学作品中，赛博格作为新人

类是以“生物＋”的形式存在的，其身体是与技术融

合生成的新型主体。 迪克的小说以诗性想象展示了

这种生物性交流的可能性，但是斯蒂芬森的小说明

显否认了它的生物性价值。 显然，赛博空间仍然只

是一种文学想象，人的去身化行为是仿生学技术的

产物，后人类文学作家们把它变成一种超越物理空

间的审美行为，期望能替代原来的世俗社会纽带。
但是，这种现代审美仍然是一种基于功能形式的神

话，生物属性仍然是这种诗性想象的根基。 赛博空

间消除了技术的硬件，降低了它的形式存在感，但技

术并不会消失，而是发生了一种改变，即信息或者数

据的介入。 这样，现实被电子化、形式化、审美化了，
一切都可以被抽象或者减少至一个微小元素或信息

元件。 人与其他生命体一样，都变成了生物学意义

上的新存在。 或者说，赛博格所标示的只是一种

“人”的观念的重要转变，它使人从一种先在的、超
验的、元话语叙事的位置上跌落下来，与“非人”元

素，如动物、生态、自然、地理或世界上的其他存在形

态进行互动交流，并共同进入人的思想与知识的视

野之中。 从这个意义上说，赛博格社会作为一种时

空存在者，是一种新的理论形态和话语表达，即一种

生物现实下的新世界。

二、赛博空间的非伦理性

研究赛博空间的非伦理属性，仍然是基于人类

中心认识论展开的一种讨论。 因为赛博空间作为一

种可能世界，承载的只是一种无生命的、无机的、非
个性化的机器人，这种文本世界中人为制造出来的

社会复杂性只是技术层面上的，而不是伦理意义上

的。 换言之，假若我们在现实中把自然从复杂的有

机物还原为无机物，将整体性还原为单一化，这必然

导致生物学意义上的某种退化。 而后人类文学作品

中赛博格的存在更多是物性的，而不是独特的、富有

个体意义的精神性存在，赛博空间的存在也会进而

破坏人与自然之间的这种有机性。 因此，后人类文

学对于赛博空间在认识论意义上的设定，反思了技

术之于伦理生态位（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ｎｉｃｈｅ）构建的现实

价值。
１．技术与伦理的非对位性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中早就

指出：“学习一种技艺就是学习使一种可以存在也

可以不存在的事物生成的方法。 技艺的有效原因在

于制作者而不是被制作物。” ［７］ 这里所说的技艺的

伦理价值表现为一种制作者的伦理原则，后人类文

学作为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技艺之一，就是通过揭示

文本世界中的伦理关系，来反思技术之于社会的伦

理问题。
例如，格鲁格·贝尔（Ｇｒｅｇ Ｂｅａｒ）的《血音乐》

（Ｂｌｏｏｄ Ｍｕｓｉｃ） 中，生物学家弗吉尔·乌兰（Ｖｅｒｇｉｌ
Ｕｌａｍ）创造了一种生物芯片，但公司却要求他摧毁

这种生物芯片。 他无视公司的规定，通过把芯片注

入自己体内的方式躲避了检查，把芯片携带出去，在
其他地方继续研究。 不幸的是，这种生物芯片作为

一种“意识细胞”（ｎｏｏｃｙｔｅｓ）可以与人类的细胞相结

合，它们迅速繁殖、进化，直至改变人体基质，并具有

自我意识。 后来，乌兰被感染，整个社会也都被感

染，进而形成另一种新型的社会，即不需要身体基质

只需要思维的新世界。
在这个故事里，生物芯片作为新技术的存在，影

响了人类的存在。 被芯片感染的人的身体缺陷可以

被修复甚至增加，这种生物细胞像病毒一样在人类

社会肆意蔓延，直至整个原有社会形态的毁灭。 小

说中的主人公对于技术的理解是一种单向度的认

知，或者说是马克思所说的“异化”，因为主人公对

生物芯片的痴迷使其丧失了基本的社会伦理价值

观。 弗吉尔·乌兰的技术伦理观作为一种非伦理现

象，是对我们当下社会过分重视技术的反思。 实际

上，我们根本无法区分技术是否都受制于它的社会

价值，或者反过来说，我们无法真正把技术吸纳进我

们的社会共同体。 技术与社会之间出现的裂缝，必
然导致伦理与技术的非对应性存在。 技术与社会共

同体的分离，意味着技术被作为一种对立面的形式

出现，这时其伦理内涵也必然被排除在外，成为窄式

认识论意义上的技术工具。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伦
理将从物质实体中剥离出来，技术就会失去社会共

同体的控制，变成个人利益竞相追逐的产品，进而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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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生态身份、生态意义。
反相位观之，《血音乐》中人类自身存在的本体

论危机来自对生物逻辑的反思，新的生物体不断地

与人类产生冲突，直至人类灭亡。 这同样是一种政

治性的、非伦理性的行为。 弗吉尔·乌兰对生物芯

片的占有是一种政治性的行为，因为在故事的结尾，
整个社会陷入一场灾难。 作为一名生物学家，乌兰

没有意识到，具体的技术性劳动面对的只是具体的

细胞物质，这种劳动只能是参与塑造一个存在于或

者潜藏于自然现象中的现实。 但事实上，他的技术

性行为并不是一种基于伦理层面的思考，他没有权

利去改变生命世界的多样性，更不能因为个人私欲

去减少这种多样性。 多样生命的存在既是对个体的

尊重，也是对生态的尊重；既是对生物伦理的尊重，
也是对生态伦理的尊重。 在生态层面，人类干涉其

他生物的本体论存在就是一种政治性行为的开始，
是干扰、去除生命体之间“对位性”关系的行为。 但

是，人类却把自身的这种政治性行为视为技术的发

展或者自身文化的延续，经常把自己对其他生命体

的尊重视为一种伦理关怀，这无形中就构成一种悖

论，其实这也是一种认识论错误。
２．赛博空间的非伦理性

赛博空间作为一个虚幻出来的生活世界，是后

人类文学家对未来人类世界的思考。 从一般意义上

讲，普通的人作为一种存在，是自然根据内在法则创

造出来的。 当然，它也可以是神学意义上的上帝造

出来的，还可以是根据康德意义上的理性法则生成

的。 而赛博格显然是普通的人根据生物法则展开的

想象，是在一种破碎的具身性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笛卡尔工程”。 因此，我们无法用肉眼看到它，而
只能用心灵的眼、用盲人的方式去看。 我们并不是

真正看到，而是用我们的大脑把各种行为置于一种

象征性的意识形态之下，而不是将其置于非伦理秩

序中。
在《弗兰肯斯坦》（Ｆｒａｎｋｅｎｓｔｅｉｎ）中，主人公弗兰

肯斯坦是一个生物学家，专注于生命的创造。 他试

图征服死亡，创造一种新的生命。 他从藏尸间偷来

死尸的不同部位组装出一具身形高大的类人形的怪

物，但是，当这个怪物真正醒来时，弗兰肯斯坦自己

却被它的狰狞面目吓跑了。 这个人类创造出来的怪

物遇到了许多痛苦不堪的问题。 怪物由于形象恐

怖，无人敢接近它。 怪物缺吃少喝、孤独寂寞，最终

死亡。
这个故事里的怪物，其实也就是后来诸多作品

中的赛博格，尽管它们在外形上不同，但在创作理念

上，都刻意模糊了技术科学世界中人类与非人类他

者之间的本体论界限，强调物种间的平等、情感与联

结，并致力于创造一个全新的关系系统。 但无法回

避的一个问题是，随着技术对身体的嵌入，人类的身

体和外在世界之间的界限不再是固定的，甚至人与

机器之间的界限也可能是流动的，身体与技术不再

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以生物现实为基础展开的

相互融合。 这种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还原，既是

为了探索生态方面构成的可能性，也是为了在时间

意义上突出存在者生态演化的可能性。 赛博空间中

的伦理问题始终是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赛博格们

是作为“怪物”而不是作为“人”的概念出现的，它在

自然世界里并没有所指对象。 即使对于当前科学技

术的发展状况来说，可以把赛博格作为“人”的概

念，但这个存在者仍然只有一个物性存在，并不具备

意义空间，其存在意义仍然值得思考。
值得一提的是，在后人类文学的赛博空间中，身

体作为一种具身体现经验，是行为的身体性过程，可
以促使行动真实地发生。 在赛博空间的虚拟现实

中，我们的身体可以和任意空间联系，而不必局限于

我们日常生活的空间，这实质上是一种对于胡塞尔

式“生活世界”的抛弃。 如果说赛博空间在一定程

度上意味着让自然屈从于技术，那么，也可以说，我
们人类正在失去自己作为物理存在的基础。 现代社

会的技术俨然是一种象征文化，尽管它并不像仪式

那样让人类拥有不同的文化特色，但是，在虚拟世界

里，它同样成了各种人物面对技术时无法脱身而去

的重要原因。 它的存在意义类似于一种意识形态，
是一种无意识的象征，可以改变人对世界的看法。
然而，技术并不是一种我们必须肯定或否定的价值，
而是对于世界进化、多元化的一种伦理挑战。 后人

类文学中关于技术的生态想象，构成一种新的社会

模式，它在某种程度上改变、挑战了传统的社会模

式，在社会文化领域中甚至可以召唤大众遵循其统

治思想和行为模式。
由此可见，赛博空间中的技术问题在文学作品

中被视为一种非社会性的存在，并且往往被以一种

基因学的、心理学的、个人化的主观事件加以描述，
这使得技术问题远离了政治、经济、文化、伦理等意

义。 这种认知方法不仅回避了技术生态身份问题中

的社会机制，而且阻碍了人们对其社会实践意义进

行反思的可能性。 这是一种认识论上的病理学（ｐａ⁃
ｔｈｏｌｏｇｙ），使心灵与物质、自然与文化之间的交流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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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受阻。

三、赛博空间的符号性

符号性是后人类文学创作理念中的本然属性，
因为无论是赛博格还是赛博空间，它们都是对未来

世界可能性的诗性想象。 它们并非技术所期待达到

的某种身体 ／身份，更像是大众在物欲基础上生成

的、目前尚不可能存在的科技符号。
１．作为一种符号域的赛博空间

在赛博空间中，虚构现实替代了传统认识论中

的时间、空间概念，地理空间的去物质化、人与人之

间的交流逐渐“去身化”等，让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

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这如同信息论和控制论将人类

视为一套信息处理系统一样。 系统的边界就是信息

流动的边界，也是后人类之“后”字的含义所指，毫
无边界的空间感事实上就是人的意识的一种隐喻。
因此，赛博空间不是传统认识论意义上的社会现实，
而是作家创造出来的一种信息模式下受彼此消费欲

望驱使的交流平台。
在赛博空间这个信息平台上，赛博格作为一种

符号，它不再简单地是某种物的本性展示，而是人与

赛博格、赛博格与赛博格之间的关系编码，其中所反

映出来的是社会文化的意义结构。 尽管身体在某种

程度上缺席了，但它又通过信息的符号化表征在场。
符号化的赛博格并非完全脱离语境，而是被镌刻上

大量的文化及关系结构。
例如，科幻校园轻喜剧《机器少女法兰姬》 （ Ｉ

Ａｍ Ｆｒａｎｋｉｅ）中，女科学家西格妮（Ｓｉｇｏｕｒｎｅｙ）研制出

了一台高智能少女机器人，因为她不愿意把这个

“美少女”机器人卖给军方当武器使用，于是将其带

回自己的家，取名“法兰姬”，让“她”像其他正常年

轻人一样去生活、学习，而这个智能机器人也不得不

充分利用自己的高智能设备来适应社会中的各种

状况。
在这个故事里，“法兰姬”显然是以赛博格的形

式出现的。 作为一种信息化实体，“她”在一定程度

上承载着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内容，可以根据所

遇到的不同生命体 ／人，随时调整信息编码，完成彼

此之间的交流。 但是，在这些信息交流过程中，各种

交流的完成是符号化的，是一种编码－解码的过程，
而不是原始生物学意义上的交流。 从更宽泛的意义

上看，“法兰姬”在具有人类一切生物特征的基础

上，被加载了更多的符号功能。 尽管是基于不同的

存在介质，但从本质上讲，“她”具有了类似的主体

性特征，而且这种主体性只有在交互中才能够被真

正定义和实现。 简言之，人类的主体性从一种确定

的人类中心转向一种在流动与互动中存在的交互

性，“法兰姬”所代表的“新人类”作为一种认识论主

体，从根本上说是一种“间性”的主体，它解构了人

类存在的固定化的核心意义，将其重置于流动语境

的有效互动之中，即将其置于一种符号域的构建过

程中。
从符号学角度看，无论是故事中的“人”还是

“法兰姬”，他们都是符号的执行主体，他们的存在

也都是符号使用者，因而他们也都是本体论主体，是
现象世界的主体。 从更广义的角度看，人与赛博格、
赛博格与赛博格之间是彼此的符号，它们生存的赛

博空间作为一种文本世界，是以符号域的形式出现

的，因而赛博格和赛博空间之间也是一种符号关系。
正如生态符号学家图尔·乌克斯库尔（ Ｔｈｕｒｅ ｖｏｎ
Ｕｅｘｋüｌｌ）所指出的：“所有的生命有机体，包括细胞，
都像主体一样行事，只对符号产生反应，只要它们活

着就是如此，对因果冲动没有反应。” ［８］

后人类文学中主导这个符号域运作机制的是信

息编码，无所不在的信息技术诱导着我们的思想，使
我们认为能够从信息的维度看待一切事物，并且最

终把信息作为这个世界的建构基础来分析。 换言

之，信息概念及与之相关的信息技术不仅以某种方

式影响了对世界的感知和评价，而且影响人们对世

界做出某种反应，从而将人类的交往模式转换为一

种信息模式。 符号关系从居间功能、物与物的差异

中抽离出来，转而进入多次意义创造，进入符号自我

指涉关联的开放式系统。 也可以说，这是一种“自
动化主义”（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ｓｍ）的展示，物向符号的转向实

际上就是让一个物体进入自动化的符号域，进而变

成类似于鲍德里亚所说的“一种功能上的封闭性和

意义重复” ［９］ 。 这时，居间符号－物进入能指范畴，
居间功能物变成符号所指，因此，当功能关系脱离与

人的绑定时，就会被替换成为符号－物的任意性关

联。 或者说，后人类文学中的赛博空间让读者预先

看到后现代符号价值统治的世界，符号－物的数量

会极限增长到某个临界点，促使幻象与现实、主体与

客体之间的区别趋于消解，符号自我指涉的游戏成

为独立存在的新现实。
２．作为一种物性符号的赛博格

这里的“物性”是针对“物”与“符号”之间的差

异性关系来谈的。 鲍德里亚认为：“符号－物既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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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定的，也不是交换得来的：它是被个体主体将其作

为一种符号，也就是说，作为一种符码化的差异来占

有、保留与操控的。” ［１０］４６ “物成为符号，从而就不

再从两个人的具体关系中显现它的意义。 它的意义

来自与其它符号的差异性关系之中。 ……由此，只
有当物自发地成为差异性的符号，并由此使其体系

化，我们才能够谈论消费，以及消费的物。” ［１０］４７对

于鲍德里亚来说，大众文化的运行方式就是如此，将
符号变成物，使物成为符号的复制品。 同样，人与物

之间的功能关系逐渐让位于人与符号之间的消费关

系。 人与符号之间的消费关系不再受制于人与物之

间的功能耗费关系的制约，而是取决于符号之间、物
与物之间的差异化互动逻辑。

对于后人类文学来说，赛博格作为一个符号，在
赛博空间里是以其物性而存在的。 但是，赛博格作

为符号不是因为先有一个物在那里，而是因为我们

用人的意象或者解释的观念去照亮它，使之出现。
诚如恩斯特·卡西尔（Ｅｒｎｓｔ Ｃａｓｓｉｒｅｒ）所言：“倘有人

认为，我们只有具备了科学理论———具备了数学、物
理学、生物学和历史学的基本概念和原则后，才能从

事对知识的批判的话，那么可以说，我们用以实现自

己之目的的手段未免太高了。” ［１１］赛博格无论作为

赛博空间的物，还是作为现实世界的符号，二者之间

的意义在文本中呈现出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 作为

符号，赛博格是被我们的知识所定义的。 但实际上，
将赛博格作为纯粹的非符号、非意义的物，又是一种

无法言说的存在。 任何人类直接谈论赛博格，都是

对其进行解释的结果，或者说是符号化的结果。 由

此，物也是符号化的东西，是在意识的定义中被解释

的一种意象。 这样，物就成了一个名为“物”的符

号。 一旦我们把对象物作为一种解释者“看”的结

果，符号就是被反向建构的。 事实上，赛博空间作为

后人类时代对于社会的一种认知模式，是后人类社

会对于主体的一种新认识，因为“人”或者“机”都失

去了自身的主体性，失去了自身的存在即物质这种

根本特质。
从哲学认识论来看，赛博格作为赛博空间中的

存在者，他们之间的关系是超越主体性原则的，也可

以认为是主体间性的，彼此的单一性特征是相互依

赖且不可规约的，如客体的大小和形状。 如果赛博

格之间没有关系存在，那么他们彼此就不可能有客

观性的存在。 或者说，“关系论”是一个中性词，它
不只是为客体存在提供前提，这里的前提或者是本

体论的，或者是认识论的，但它与物体之间的区别是

不容忽视的。 简言之，彼此之间的关系是存在模式

之一。
作为一种新人类形象，赛博格的存在具有重要

意义。 我们通过审视赛博格，可以列举出一些始于

物质、独立于意识的客体及其环境，后者也可以被不

断认识并被世界所接受。 偶然出现的客体缺失独立

性，与物质性客体相比，它与人的意识关系不大，它
只是从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印证物质存在的意义。 但

是，很显然，赛博格作为“人”（存在者）这个概念，并
不是这个词语所特有的任意性，而是它超越了所有

的局限性，把读者对于“人”的形象的阅读置于一个

特定的前提下进行，即一种信息革命下的特定的

“人”的形象。 这个概念的产生必然是符号化的，或
者说，这个符号的生成有一定的历史因素。 尤其是

文化符号，它始于自然，成于社会，却并没有与自然

分裂，而是拓展其自然特性进入新的领域。 因此，符
号此刻变成了人类中心论的符号，为其意义的多样

化打开了空间，或者说，符号的意义得到进一步的

演化。
从这个角度看，赛博格作为一种物性的存在，部

分因素在某个时期是被客观化的，是在进入“人”
（特种生物）的周围世界后被心理化的，然后形成一

种自我身份识别。 在从生物性存在发展到社会性存

在的过程中，赛博格的“人－机”客观世界被社会所

建构了。 但是，作为读者，作为社会性动物，我们并

没有意识到这个符号化过程，因为符号的任意性是

对符号意义的有意忽略，毕竟符号在自然中本身就

拥有关系意义。 实在是经由人的感知展示出来的，
后者又与说话人 ／听话人言说的内容有指示性的联

系。 这里的言说内容，是一种内在符号化的过程，是
周围世界在符号的交互过程中变成内在感知。 恰如

昆虫需要食物，猴子需要树枝一样，人类的感知必定

同样反映实在，而且愿意将其视为一种符号，并乐意

构建一系列的赛博格符号来控制整个实在界。 因

此，赛博空间中同样蕴含了一种人类中心论，其符号

维度也暗含了符号伦理，展示了主体及其周围世界

之间的各种可能关系。 正如有评论者所认为的：
“哈拉维提出赛博格形象的目的，并非要分析人类

和机器是如何合成创造出‘后 ／超人类’（ｐｏｓｔ ／ ｔｒａｎｓ－
ｈｕｍａｎ）的，而是试图把它作为一个隐喻，来说明人

道主义的二元对立是如何且不得不被推翻，以此来

克服一种共识。 由于人道主义不合理的特权，这使

得实际的压制模式永久化了。” ［１２］ 换言之，哈拉维

提出赛博格概念的目的，并不是指称一种现实，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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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绘一个正在被构建的新主体和新的可能世界的

生成。

结　 语

后人类文学并不是为了打造一个新奇的世界，
而是为了推演和模拟，旨在为未来的人类社会构建

一个可能世界，即赛博空间。 在这个赛博空间里，各
个生命体之间仍然是以生物性为基础构建的社会现

实，是对未来社会的展望。 但是，赛博格彼此之间的

关系是非对称性的、非伦理性的存在，这就为未来的

生态危机敲响了警钟。 从另一个角度看，赛博空间

的设定完全是一种审美意义上的、符号性的，赛博格

及其生活的赛博空间是为了展示另一种伦理构建的

可能性。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人－机”结合体构

建的赛博空间中，“人”是以一种充满悖论的、缺席

的形式来再现的。 人与赛博格之间、赛博格与赛博

格之间，都是信息化的、符号化的。 “人”与“机”处
于两个不同范畴之中，相同和差异被并置于另一个

范畴内。 这是一种生物性现实的“再现论”，它必然

导致文本意义生成的非现实化。 从技术向现实的还

原过程中，也会缺少直接性，或者说，从本体论对赛

博空间进行认识论还原，实际上仍然主要指的是构

成和属性方面的还原。 因此，从生态批评视角审视

后人类文学需要非常慎重，尽量避免那种从生态学

向生物学的还原、从生物学向生理结构的还原，以及

由此产生的对这一类文学文本美学价值和现实意义

的弱化乃至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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